
133

国际新闻界  2021.04

媒体类型、新闻框架与用户在线情绪表
达：以新加坡“第一家族”纠纷的社交媒体呈
现为例

刘婵君 王威力

摘要

本文选取5家不同类型媒体的Facebook账号在17天时间里对新加坡“第一家族”纠纷

所做新闻报道及相应用户评论为研究对象，基于内容分析法，考察冲突、人类兴趣、道

德、责任归因和经济后果5类通用框架在不同类型媒体中的使用情况，同时关注采用了这

5类框架的新闻其后对应的用户评论所表现的情绪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冲突框架不受媒

体类型制约，是所有框架中最常用的。其余框架的使用，则受到媒体类型限制：新加坡

本国网络新闻平台和商业小报的Facebook官方账号偏爱人类兴趣框架，严肃大报Facebook

账号增加了对道德框架的使用；新加坡境外的网络新闻平台Facebook官方账号则因归属

国家不同而各有框架侧重。就用户在线情绪表达差异而言，冲突、道德、责任归因和经

济后果4种框架下的新闻其后的用户评论中，消极情绪占多数；而采用了人类兴趣框架的

新闻，其后的用户评论因新闻媒体不同而表现出消极情绪与同情或惋惜情绪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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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s seventeen-day news reports and user’s comments on the Singapore “first 

family” feud from the Facebook pages of five different media as research sample. The content 

analysis i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five media about their adoption of 

five news frames: conflict, human interest, morality,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Besid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rames adopted in the 

news and the emotional differences demonstrated in relevant users’ comments. The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nflict frame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frame and it is not restricted by 

media attributes. Media attributes influence the use of the rest frames: the Facebook pages of 

the Singaporean online news platform and business tabloid prefer to adopt the human interest 

frame, while broadshee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orality frame. The frames adopted by non-

Singaporean online news platforms are influenced by their national affiliations. The emotion 

that expressed from user’s comment on reports using the conflict, morality,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frames is mainly negative. However, for the reports 

using the human interest frame, the subsequent user’ comments tend to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t 

emphases on the negative emotion or sympathy and regret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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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4日凌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弟弟李显扬和妹妹李玮玲在

Facebook上发表题为《李显龙的价值观去哪了》的联合声明，指出二人在遵从父亲

李光耀遗愿——拆除父亲位于欧思礼路38号故居的过程中，遇到其兄李显龙阻挠。

二人认为兄长设法保留故居的目的，是为借李光耀光环扶持自己儿子步入政坛，

因此他们指责李显龙滥用职权，消费父亲留下的政治遗产。随后不久，李显龙在

Facebook平台做出回应，否定弟弟和妹妹的全部指控，表示自己作为儿子愿意遵

从父亲意愿，但作为总理，在许多人反对拆除李光耀故居的前提下，必须做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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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维护国家利益。双方你来我往，争执不下，导致内讧公开化，牵涉出“滥用职

权”、“越界执法”等公权力问题，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了媒体报道和网民热议的

焦点话题。

这次新加坡“第一家族”内讧，在几个方面不同寻常。从政治角度而言，

这是李家“罕见的不和公开化”（环球网，2017）。李氏家族在新加坡的地位，

“几乎可与公共生活中代表专业精神、规划及清廉的‘新加坡模式’划等号”（参

考消息，2017）。因此，这次争端一经公开，就“轰动了全球舆论”（央视网，

2017），各国新闻媒体都在密切跟踪与竞相报道。从传播平台角度而言，这次“内

讧”的各方声明与回复几乎都在Facebook平台展开。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6月

29日，李显龙就这次纠纷共发表6则Facebook贴文，李显扬则达到27篇”（联合早

报，2017）。当事人的媒体选择也引发了新闻报道平台的牵移，各类传统媒体转战

Facebook平台，通过自己的Facebook官方账号发布对事件的持续报道。从公众参与

角度而言，这次事件发生在社交平台，使得新加坡人民都可以围观和参与（联合早

报，2017）。他们通过关注、点赞、转发和评论，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一改传统

认为“新加坡公众政治冷漠程度很高”（Lee，2002）的普遍认知。

不可否认，在针对新加坡公众参与问题的研究中，社交媒体确实起着独特

作用。社交媒体的出现，被认为是有力地补充并可能恢复新加坡的公众表达热情

（Soon & Kluver，2014）。就此次事件来说，Facebook平台不仅见证了事件当事人

的舆论拉锯战，也承载了新加坡国内外各类媒体Facebook账号对事件的报道。更为

重要的是，它还能够通过用户的自主评论来帮助这些媒体收集受众反馈，检验其

信息内容与报道方式在受众中的切实影响力。因此，在社交媒体平台，研究者能

够直接地观察到不同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所做出的差异化呈现，以及随之而来的

用户反应。

为了理解不同类别的专业媒体如何在社交媒体平台呈现新闻，以及这些不同

的呈现方式如何影响公众言论表达，本研究以此次新加坡“第一家族内讧”事件为

例，探讨了不同类型媒体在Facebook平台的新闻框架设置差异，及后续评论中用户

所表露情绪的不同。首先，本研究对比了新加坡严肃大报、商业小报、网络新闻平

台和新加坡境外网络新闻平台等不同媒体类型的Facebook官方账号在报道中，对五

种通用框架的使用差异。其次，梳理了不同新闻框架后，相应用户评论所表露出的

情绪差异。

媒体类型、新闻框架与用户在线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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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一）对新闻框架的解释与确立

框架分析和议程设置都是用来考察新闻报道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和公众对这

些问题看法之间关系的理论方法。由于框架分析超越了议程设置的研究范围，着

重考察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思考与表达过程”，而不仅仅是“思考和表达什么”

（Pan & Kosicki，1993），因此成为了大众传播学研究领域里最为常用的理论

（Bryant & Miron，2004）。作为媒体和个人用来传达、解读和评估信息的概念工

具（Neuman，Just & Crigler，1992：60），新闻框架通过“选择感知现实的某些方

面，并在交流文本中加以突出，以帮助受众明确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

评价或解决方案。”（Entman，1993）一旦新闻框架得以确立，它就成为了一种

“解释的图式”，使得个人能够“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在他们周围以及整个

世界中发生的事情（Goffman，1974：21）。

Semetko和Valkenburg（2000）提出了区分不同框架类型的一种最常用分类方

法。根据他们的分析，新闻报道的文本中存在着五个通用框架（Generic Frames）：

冲突框架（Conflict frame）、责任归因框架（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frame）、

经济后果框架（Economic consequences frame）、人类兴趣框架（Human interest 

frame）和道德框架（Morality frame）。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这五种框架既可以同时

出现（Semetko & Valkenburg，2000；Neuman，Just & Crigler，1992：60），也可以

单独使用（Lawrence，2010；De Vreese，Peter & Semetko，2001），因此，它们常

常在新闻报道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通用框架能够超越主题甚至时间和文化背景的

限制，为研究框架提供一个系统平台（De Vreese，Peter & Semetko，2001），因此

本研究对新加坡“第一家族”纠纷的新闻框架分析，也沿用上述五种通用框架，以

期得到一些系统性结论，为新闻报道实践中合理使用这几类框架提供一定参考。

（二）媒体类型与新闻框架

由于受组织约束、经济压力和受众满意度等多种因素的驱动或制约，不同类型

媒体会趋向于采用不同新闻框架来引导受众的关注焦点（Kozman，2017）。媒体类

型的划分标准多种多样，考虑到政治、经济体制是决定大众传媒体制、规模与运作

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李良荣，2001：137），本研究着重考察政治性与商业化这两

个左右传媒的重要力量，分析它们如何对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报道过程与用户接受效

果产生差异化影响。

首先，政治性力量。无论在党报时期还是商业报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

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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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国家，传统纸媒还是互联网平台，传媒的政治性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陈柏

峰，2017）。“新闻媒介或明或暗表现出特定的政治立场。全球所有新闻媒介无不

控制在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代表人物手中，因此无不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或

倾向于进步，或倾向于保守，或倾向于中立。”（甘惜分，1993：12）因此，传媒

的公共性、客观性必然会首先受到政治性约束，有时出于对自身利益需求的保护，

传媒还需要“与国家、政治集团或其他利益群体达成妥协”（陈柏峰，2017）。

因此，政治性是媒体在进行新闻框架选择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报道不同政治背

景下的新闻事件时，框架选择往往受到政治、经济关系、文化倾向等宏观因素和社

会体系、社会制度、媒介规则、媒介生产者等中观因素的共同制约。不同的政治和

新闻文化背景，决定了相同的新闻框架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这就是框架使用

的地缘差异（De Vreese，Peter & Semetko，2001）。国际新闻报道中对道德框架等

的应用，能够直接影响决策者对特定事件做出正面或负面的判断，从而影响相关的

政治、经济决策（James & Boukes，2017）。

其次，商业化力量。商业化对于公众实际参与政治进程的影响属于“最难整理

的问题之一”（Hallin & Mancini，2004：279）。由于鼓励兴办私营媒体，许多欧

洲国家的公营媒体与私营媒体、国内媒体市场与国外媒体市场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

（Berg & Lund，2012）。在此种环境中，不同所有权类型的媒体“在不同但时有重

叠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下运作” （Cushion，2012：22），也给新闻生产带来

巨大影响。

有学者主张以公共服务为主要责任的公有媒体和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性

媒体应当具有不同的报道目标（Curran，2011：58）。前者被视为教育者和信息源

角色（Holtzbacha & Norris，2001），为公众提供充分信息和足够辩论空间，帮助

公众扮演好知情公民的角色；后者则由于商业竞争的原因，而趋向于在事实新闻

中混入软性议题，减少严肃和困难的政治故事，从而提升收听率（Rafter，Flynn，

McMenamin & O’Malley，2014）。因此相比较而言，后者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关

注新闻的故事性并使用冲突、道德等有效框架去吸引受众注意力（Strömbäck & 

Van Aelst，2010）。也就是说，以营利为首要目的的媒体更关注信息的娱乐性以及

政治新闻报道的竞争性，从而成为推动新闻报道选择与使用新闻框架的主要力量

（Schmuck，Heiss，Matthes，Engesser & Esser，2017）。

（三）新闻框架与社交媒体用户情绪

框架与情绪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不同框架能够引发受众的不同情绪反应

媒体类型、新闻框架与用户在线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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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i，2003）。在社交媒体之上，框架作为情绪唤起的重要载体，推动了用户

特定情绪的扩散与强化（Valenzuela，Piña & Ramírez，2017）。情绪反应能够作为

框架效应与人们态度、观点之间的重要调节力量（Lecheler，Schuck & De Vreese，

2013）。因此，凭借对用户情绪的激发，某些框架（冲突框架、道德框架等）促

进了用户态度的改变，而某些框架（经济后果框架）对用户态度的影响却微乎其

微（Valenzuela，Piña & Ramírez，2017）。道德框架与人类兴趣框架都是与情感

反应高度相关的框架（Schemer，Wirth & Matthes，2012）。当道德框架与社交

媒体用户既有价值倾向产生共鸣时，就能够唤起强烈的情感，并感染人们采取行

动（Valenzuela，Piña & Ramírez，2017）。而人类兴趣框架能够有效地引发与唤

起用户情绪，尤其是对那些容易被新闻中有关个人的、软弱的部分所吸引的用户

(Jebril，De Vreese，Van Dalen & Albæk，2013)。与缺乏人情味的故事相比，人类

兴趣框架的存在可能会增加社交媒体用户对新闻事件和故事所涉及人物的认同感

（Hong，2013）。

目前对冲突框架与用户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存在不同观点：一方认为，

冲突的故事往往包含负面问题，而负面信息比中立或正面信息更有可能引起用户

兴趣（Zillmann，Chen，Knobloch & Callison，2004），但也会削弱用户的政治

信任（Mutz & Reeves，2005），带来对领导者的反对、不满等情绪（Forgette & 

Morris，2006）；另一方则认为，冲突的存在使得公民更有可能认识到政治决策的

重要性（Schuck et al.，2013），转而表现为对某种政策或事件的支持、赞扬态度

（Vliegenthart，Schuck，Boomgaarden & De Vreese，2008）。

还有学者还考察了将某些特定情绪作为框架，对受众的信息处理行为的影

响：Nabi（2003）的研究表明，在有关醉酒驾驶的主题中，持愤怒情绪的人更渴

望获得犯罪者受到惩罚的信息，而持恐惧情绪的人更关注相应的保护措施；Englis

（1990）发现，与快乐、恐惧和内疚等情绪相比，厌恶和惊讶等情绪能增强受众对

广告核心概念的记忆；Newhagen（1998）则认为，若广播新闻故事中含有引起恐惧

和愤怒视觉效果的信息，有助于用户的信息记忆，而包含厌恶视觉效果的信息则会

抑制记忆。以往研究也提示了新闻框架与用户情绪研究的未来方向：针对特定感觉

或情绪（例如：希望、愤怒等）驱动新闻扩散的研究，可以与框架效应相结合，从

而对情感机制有更全面的理解（Heimbach & Hinz，2016）。也就是说，更进一步，

研究者需要考察特定新闻框架与特定用户情绪之间的联系，从而准确把握框架效应

对用户态度的具体影响。

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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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问题
首先，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想要以新加坡本国和新加坡境外不同网络新闻平台

的Facebook官方账号为代表，来比较归属于不同国家的媒体在Facebook平台上报道

“第一家族”纠纷的不同，比较社交媒体环境中，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在新闻框架

选择上是否存在差异。如果这种差异存在，那么这些不同的新闻框架是否会影响新

闻后相应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情绪？因此，这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问题1 ：在对“第一家族”纠纷的报道上，归属于不同国家的网络新闻平台，

其Facebook官方账号是否存在不同的新闻框架使用倾向？

问题2 ：如果归属于不同国家的网络新闻平台，其Facebook官方账号使用了不

同框架来报道“第一家族”纠纷，那么新闻后的Facebook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情

绪，是否也有所不同？

其次，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以严肃大报Facebook官方账号和商业小报

Facebook官方账号为代表，考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商业化因素是否带来了公有媒

体和商业化媒体在新闻框架选择上的差异。同样，如果这种差异存在，那么公有媒

体和商业化媒体所选择的不同新闻框架，是否也影响了新闻后相应用户评论中所表

露的情绪。因此，这里也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问题3 ：在对“第一家族”纠纷的报道上，商业化程度不同的报纸，其

Facebook官方账号是否存在不同的新闻框架使用倾向？

问题4 ：如果商业化程度不同的报纸，其Facebook官方账号使用了不同框架来

报道“第一家族”纠纷，那么新闻后的Facebook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情绪是否也有

所不同？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样本均来自大型媒体在其Facebook官方账户中发表的新闻内容及其后

相应用户留言。研究者结合了媒体自身受众规模和媒体自身政治、商业类型两方面

因素，选取了5家具有代表性的专业媒体。

针对问题1和问题2中所考虑政治性因素，本研究选择了一家新加坡媒体和两家

新加坡境外的媒体。在新加坡媒体方面： The Online Citizen（在线公民）作为新加

坡的独立在线媒体平台，关注传统媒体因种种原因力图规避或报道不足的事件及话

题，同时力求提供具有多样性的观点与想法。研究中选择该媒体，一方面是和选取

媒体类型、新闻框架与用户在线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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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家新加坡境外网络新闻平台构成媒体类型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后文

探讨商业性因素作用效果的样本中，选择的是三家报纸类媒体，因而这里给予网络

媒体样本的补充。

新加坡境外的媒体方面：The Star Online（星报在线）是马来西亚发行量最大

付费日报的网络新闻平台。考察新加坡境外媒体报道情况，周边国家不可忽视，出

于维护本国安全考虑，地缘政治关系是国际报道新闻选择的标准之一（严怡守，

2007）。而在新加坡的几大邻国中，之所以选择马来西亚媒体作为考察对象，是因

为两者在地理位置上最为接近，双方国家安全可不分割（Nathan，2002），且经济

上高度依赖（Tan，Chuah & Luu，2018），起伏不定的双边关系格局（Rogers，

1971）迫使二者必须密切关注对方动态。因此，此次新加坡“第一家族纠纷”，也

引来马来西亚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声称“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看看媒体如何对

待这一爆炸性的内幕披露”（环球网，2017）。

Yahoo（雅虎）作为著名的美国互联网门户网站，拥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

之所以选择美国媒体作为另一个考察对象，是因为：一方面，新加坡是美国在亚

太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也是其国际贸易政策和在亚洲安全角色的坚定支持者

（Chanlett-Avery，2013）。政治态度和经济利益的高度相关，势必会影响事实选

择与传播过程的倾向性，“绝对不含任何倾向的新闻是不存在的，国际新闻也不例

外”（杨振武，2008）；但另一方面，美国新闻业又一直将客观性原则作为其新闻

道德规范的“信条”，强调“新闻人员首要的职责是给公众准确的和无偏见的新闻

报道”（郭镇之，1998）。因此，本研究选择美国媒体为样本，旨在分析其在新闻

报道中如何权衡政治倾向性与新闻客观性的矛盾。

针对问题3和问题4，考虑商业性因素，选择新加坡的一家严肃大报与一家商业

小报。严肃大报方面：The Straits Times（海峡时报）是新加坡日均发行量最大的付

费日报，因其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且以高质量新闻、深度分析和评论见长，故而

在新加坡民众中享有很高声望。

在商业小报方面：The New Paper（新加坡新报）是新加坡第二大英文媒体，

其定位是城市生活新闻类报纸，以社会、生活、娱乐、体育等为报道内容，在东南

亚通俗小报中具有较高地位。

（二）时间范围

研究以6月14日李玮玲和李显扬在Facebook平台发表联合声明当天，为数据收

集起点，采集至6月30日结束，共17天的样本媒体在其Facebook账号中与本次事件

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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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新闻内容以及相应的用户评论，其中新闻共29篇，用户评论共1731条（详

见表1）。

（三）编码过程

本研究以定量内容分析法为基础，对所获取的新闻、用户评论样本进行框架分

析。以研究主旨为导向，本研究的编码表主要设计为两个部分：一，对样本新闻内

容的编码；二，对社交媒体用户评论的编码。针对新闻发布日期、媒体名称、文本

长度、评论数量等旨在获取样本基础信息的基本变量，研究者均依照样本中清晰的

标示进行编码，此处不再赘述。

对于样本新闻与用户评论的具体内容层面，研究者设置了新闻框架、新闻/评

论议题、评论中所表露的情绪三个内容变量。具体而言：

1.新闻框架

本研究采用学者Semetko 和Valkenburg（2000）对于五个通用框架的划分标准及

判断条件。在研究者对样本新闻进行编码的过程中，最多有两个框架可以根据其显

著性被记录为①主要框架与②次要框架。若以上框架均无法对样本进行准确描述，

则根据其特点记录为③其他框架或④不清晰。本研究对框架的具体判断标准如下：

表1：样本媒体Facebook账号对事件的基本报道情况

媒体类型 媒体名称 新闻数量（单位：篇） 用户评论量（单位：条）

严肃大报 The Straits Times 9 995

商业小报 The New Paper 4 112

本国媒体 The Online Citizen 6 304

国外媒体
Yahoo 7 240

The Star Online 3 80

总计 29 1731

表2：框架判断标准

框架名称 含义 判断标准 举例

经济后果框架

呈现经济财务方面

的损失或收益的相

关信息。

1.故事是否呈现出了经

济损失或经济收益方面

的问题？

2.故事是否涉及了问题

的成本或费用？

3.故事是否提出了采取

行动或不采取行动所可

能 产 生 的 经 济 相 关 后

果？

Having fai led with an offer to 

transfer the house to Dr. Lee Wei 

Ling for a nominal $1, PM Lee then 

sold his house to Mr. Lee Hsien 

Yang at a “fair market valuation” 

and donated the proceeds to charity. 

(The Straits Times，2017a)

媒体类型、新闻框架与用户在线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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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闻/评论具体议题

研究者同时设置了议题这一项作为对五个通用框架的补充，进而对本次事件

的Facebook呈现进行更加深入的描述。具体而言，研究采用了新加坡《联合早报》

对于李家纠纷事件归纳出的五个关注点：①李总理是否滥用职权；②部长委员会是

否越界；③最终遗嘱谁拟定；④李光耀故居拆还是不拆；⑤新加坡声誉是否受损。

除此之外，通过对新闻样本的预读与关键词树的提取，研究者将新闻与用户评论中

冲突框架

反映两个或多个相

关方之间存在的分

歧。

1 . 两 个 或 多 个 相 关 方

（如个人、团体）之间

是否存在分析？

2.故事是否指出赢家或

输家？

3.一方是否反对或指责

另一方？

Lee Hsien Yang has questioned 

again his sister-in-law’s role in 

loaning of items belonging to the 

late Lee Kuan Yew to th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aying that she had 

no “license” to take the items. 

(The Star Online，2017)

人类兴趣框架

关注在这个事件中

的个人或群体以及

他们如何受到事件

影响。本框架通常

会给故事带来情感

上的扭曲。

1.故事是否将人物特写

或情感角度带入对事件

的呈现中？

2.故事是否包含能产生

同情与怜悯的小插曲、

轶事？

3.故事是否讨论到了人

物的私生活？

“I am not an anti-establishment, 

opposition figure. I have a long 

record of public service. It is heart 

wrenching for me to leave this 

country. It is not something I would 

do lightly.” (The Online Citizen，

2017)

责任框架

将问题的原因或解

决方案归责于个人

或特定团体。

1.故事是否将起因或原

因归于一方？

2.故事是否表明某方有

解决方案？

3.故事是否表明有问题

需要采取立即行动？

“Much as I would like to move on, 

and end a most unhappy experience 

for Singaporeans, these baseless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cannot be left unanswered. They 

must be and will be dealt with 

openly and refuted,”he said. (The 

Strait Times，2017a)

道德框架
以道德原则的方式

对问题进行呈现。

1.故事是否包含任何道

德信息？2.故事是否提

到道德规范，例如欺骗

行为？3.故事是否提供

了对于如何规矩行事的

具体社会性建议？

On Thursday, Mr Lee described his 

older brother’s move to address the 

allegations as an attempt to“cover-

up and whitewash himself”in 

Parliament.

He said the parliamentary session 

is yet another example of how 

PM Lee has misused“his position 

and influence to drive his personal 

agenda”. (The Straits Times，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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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另外三个议题归纳为：⑥对李家家庭关系的关注；⑦李光耀除房产外的遗物

处置；⑧对李家成员私生活的关注。在具体操作时，研究者会根据议题显著性的排

序，保留每篇新闻/评论样本中排名前三的议题。

3.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情绪

在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情绪分类上，本研究参考姜婷婷、贺虹虹和张正楠

（2016）对参与者进行情感1采集过程中所提取出的14种不同情感词，以及在分

析过程中所划分的3种情感类型：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中性情感。当然，根据

Russell（1991）的观点，情绪以及对情绪的描述用语具有文化特征性，相同情绪在

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衡量存在差异。因此，在本研究中，针对用户评论样本，研究者

在制作编码表前进行了不设限的开放式预编码，对从用户评论中所提取出的情绪进

行归类，得到的结果与情感三分类基本重合。但是，本研究样本中出现了姜婷婷

等（2016）并未归类的同情及惋惜情绪。根据Bravo-Marquez，Mendoza和Poblete

（2013）有关Twitter用户情绪的研究，对同情、不知所措等相关情绪的描写，在不

同语境下的归类存有争议，并非总能清晰地被归于某种情绪之中。为了保证用户情

绪分类的准确性，减少编码者带入的偏差，研究者结合对本事件讨论的特定语境，

将“同情或惋惜”单独划分一类。因此，在结合其他研究者的分类并对研究样本进

行充分审视后，研究者根据不同特征，将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情绪划分为：①积极

情绪；②消极情绪；③同情或惋惜情绪；④中性情绪；⑤不清晰等共五个类目。

这里需要做出说明，虽然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所表露的情绪并不能完全等同于

用户真实情绪。但是，它仍然能够成为研究现实情绪的重要参考。过往研究中，

存在较多采用针对特定事件社交媒体用户发言进行情绪分析的范例：Bollen，Mao

和Pepe（2011）在Twitter上，针对紧张、沮丧、愤怒、活力、疲劳、困惑这六种情

绪追踪调查发现，发生在当下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事件与用户情绪显著相

关；Stieglitz和Linh（2013）证明了社交媒体情绪表露与信息分享间的关系；Harb和

Becker（2018）通过Twitter用户发言探知其对恐怖主义事件的情绪反应；Jost等人

（2018）研究了社交媒体用户发言与政治抗议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将对

Facebook评论中表露的用户情绪的探究，作为未来考察用户真实情绪反应的重要证

明与对比材料。

（四）可靠性检查

本研究由两名编码员独立进行编码，编码员均受训并理解编码表各变量之含义

及判断标准。在正式编码前，两位编码员选取10%的样本进行编码，作为本研究的

媒体类型、新闻框架与用户在线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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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信度测试。经对比，各变量的编码一致性平均比例为89%，一致性比例区间为

85.3%-100%。此外，研究者同时采用Krippendorff’s Alpha作为信度检验标准，最低

信度系数为0.77，因此满足可靠条件（Freelon，2013；Krippendorff，1980：241；

Krippendorff，2011：1）。

四、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归属于不同国家的网络新闻平台Facebook官方账号新闻框架使用情况

在回答问题1时，研究者对比了The Online Citizen、Yahoo和The Star Online三

家归属于不同国家的网络新闻平台，以及其Facebook官方账号在报道中所呈现的新

闻框架类型、数量和议题内容，发现冲突框架的使用并未受到媒体类型的限制，但

人类兴趣框架和责任归因框架却在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上表现出使用差异——前者

更受新加坡网络新闻平台Facebook官方账号偏爱，后者则在新加坡境外网络新闻平

台Facebook官方账号新闻中使用较多。

具体而言，三家媒体都将冲突框架作为了最常使用的框架类型，占比分别达

到50%（The Online Citizen）、62.5%（Yahoo）和100%（The Star Online）（见图

1）。这不仅与事件本身的冲突性较强有关，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当代政治新闻

报道的趋势——愈加频繁地冲突框架使用倾向（Gross & Brewer，2007）。但在对其

他框架的使用上，却各有侧重：新加坡网络新闻平台The Online Citizen的Facebook

官方账号较多采用人类兴趣框架（33.3%）（见图1（a））；新加坡境外的网络新

闻平台之一Yahoo，其Facebook官方账号除冲突框架外，还采用了责任归因框架

（20%）（见图1（b））；另一家新加坡境外媒体The Star Online的Facebook官方

账号则未使用过其他框架（见图1（c））。这种框架选择差异，与媒体的立场与出

发点有关：本国媒体选择娱乐性、戏剧性的人类兴趣框架，可以分散用户关注点

（Bartholomé，Lecheler & De Vreese，2017），一定程度上降低事件负面影响。在

后续用户评论的情绪分析中，也验证了这个推论（该媒体采用人类兴趣框架后的用

户评论中，持同情惋惜情绪者比例高于持负面情绪者比例）；国外媒体选择挖掘原

因、寻找解释性信息的责任归因框架，是站在旁观者视角，体现报道深度，以满足

用户对原因性信息的需要（Iyengar，Norpoth & Hahn，2004）。

特需指出的是，研究者将框架与议题一一对应后发现，虽然三家媒体都将冲

突框架作为最常用框架，但在针对的议题上却有所不同：Yahoo的Facebook官方

账号主要针对“李显龙滥用职权”“部长委员会是否越界执法”等涉及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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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的实质性问题（见图1（b））；而另外两家媒体则主要针对“李光耀故居是

否拆除”问题（见图1（a）和图1（c））。采用冲突框架强化不同报道重点，这

反映了记者对新闻的一种干预主义倾向，即由于记者所追求的任务和价值观存在

不同（Hanitzsch et al.，2011），新闻中的政治冲突很难表现出完全的客观中立

（Bartholomé，Lecheler & De Vreese，2017）。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记者可以通

过积极介入框架建构的过程，来影响冲突报道的结果（Bartholomé，Lecheler & De 

Vreese， 2015）。

 

（二）归属于不同国家的网络新闻平台Facebook官方账号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

情绪差异

作为对问题2的回应，研究者分析了三家媒体在选择不同新闻框架报道事件

后，相应Facebook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情绪差异。结果显示，采用了冲突框架和责

任归因框架的新闻，其后用户评论中表露消极情绪者占多数；而采用了人类兴趣框

架的新闻，其后的用户评论中，持同情或惋惜情绪者占最多数。

图1：三家媒体Facebook官方账号所使用的新闻框架类型、数量和议题对比情况

媒体类型、新闻框架与用户在线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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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显示：三家媒体采用次数最多的冲突框架，其后的用户评论中，消

极情绪最多，分别占到70%（The Online Citizen）、48.3%（Yahoo）和68.8%（The 

Star Online）（如图2）。The Online Citizen的Facebook官方账号在采用人类兴趣

框架后，相应用户评论中，持同情或惋惜情绪者最多（39.9%），其次为消极情绪

（36.5%）（见图2（a））。而Yahoo的Facebook官方账号在采用责任归因框架后，

相应用户评论中，持消极情绪者最多（65.4%）（见图2（b）和（c））。凭借与情

绪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新闻框架能够激发出用户的不同情绪反应，进而影响用户

对相关事件与人物的态度。就如Nabi（2003）所言：“一旦某种情绪被唤起，就会

主导人们的观点，并作用于随后的信息处理与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Yahoo的Facebook官方账号在采用冲突框架时，虽然用户评论

中也是消极情绪占多数，但是持中性情绪者比重却也占到37.2%（见图2（b）），

远高于另外两家媒体，The Online Citizen和The Star Online的对应数值分别为21.7%

（见图2（a））和16.2%（见图2（c））。

 

图2：三家媒体Facebook官方账号所使用的新闻框架与用户评论情绪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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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化程度不同的报纸Facebook官方账号新闻框架使用情况

针对问题3，研究者对比了The Straits Times和The New Paper两家商业化程度

同的报纸，其Facebook官方账号在报道中所呈现的新闻框架类型、数量和议题内

容。结果显示，对冲突框架的使用，同样并未受到媒体类型的制约，但对道德框

架和人类兴趣框架的采用，在商业化程度不同的媒体上表现出了差异——前者更

受严肃大报Facebook官方账号青睐，而后者则在商业小报Facebook官方账号新闻中

使用较多。

更具体地说，两家媒体Facebook官方账号都将冲突框架作为了新闻报道中使

用最多的框架，占比分别为66.7%（The Straits Times）和75%（The New Paper）

（见图3）。这与上文结论一致：冲突框架已成为政治新闻报道的常用框架。这可

能是由于，从冲突角度来构建政治框架，记者可以将出现政治偏见的风险降到最

低（Kerbel，Apee & Ross，2000），毕竟，这是一种公认的看似客观的新闻框架

（Schudson，2001）。

但对其他框架的使用却各有侧重：The Straits Times的Facebook官方账号偏重道

德框架的使用（占比22.2%）（见图3（a））；The New Paper的Facebook官方账号

较多采用人类兴趣框架作为新闻的主导框架（25%）（见图3（b））。这种差异，

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两家媒体的不同属性：在市场竞争压力下，The New Paper作为

商业小报，偏重人类兴趣框架的故事性呈现，以提升用户兴趣（Barnett & Gaber，

2001：86）；作为严肃大报的The Straits Times采用与价值观、规范性相关的道德框

架，可以体现其社会教育者的角色定位（Holtzbacha & Norris，2001）。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对应两家媒体所使用的冲突框架与议题可发现，双方也

存在选题上的差异，The Straits Times的Facebook官方账号使用冲突框架主要针对

“李显龙是否滥用职权”问题（占比54%）（见图3（a））；而The New Paper的

Facebook官方账号则主要针对“李光耀故居是否拆除”问题采用冲突框架（50%）

（见图3（b））。与归属于不同国家的媒体Facebook官方账号相同，商业程度不同

的媒体Facebook官方账号在报道新闻时，也会基于记者立场的不同，呈现干预程度

与范围相异的冲突框架。这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尽管理论上没有政治偏见，但

记者对冲突框架的使用实践可能带有政治色彩（Gross & Brewer，2007）。

（四）商业化程度不同的报纸Facebook官方账号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情绪差异

为了回答问题4，研究者考察了在两家媒体使用不同新闻框架后，相应的

Facebook用户评论中是否也表露出情绪差异。结果表明，采用冲突框架、道德框架

媒体类型、新闻框架与用户在线情绪表达



148

国际新闻界  2021.04

和人类兴趣框架的新闻，其后用户评论中全部呈现出消极情绪者占多数的特征。

具体数据为：采用冲突框架所报道的新闻，其后的用户评论中，消极情绪占比

分别为52.5%（The Straits Times）和73.5%（The New Paper）（见图4）；The Straits 

Times的Facebook官方账号采用道德框架后，相应用户评论中表露出消极情绪者占到

58.5%（见图4（a））；The New Paper的Facebook官方账号采用人类兴趣框架后，

用户评论所表露的消极情绪占到62.1%（见图4（b））。也即是说，在本研究中，

大多数框架的使用都与消极情绪相关联，这值得研究者反思：是否用户本身的先验

知识、固有情绪以及社交媒体特性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力？后文将详细讨论。

这里的人类兴趣框架与用户评论中所表露情绪的关系结构，与上述The Online 

Citizen的结果产生了较大差异。这又提示研究者：某种框架形式并非总是与特定情

绪产生关联，“如果我们关注不同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发现不同的结果”（Nabi，

2003）。所以，新闻框架或许可以改变受众的情绪平衡，在某些问题上，新闻框架

的情绪后果可能比其他问题更强烈。

The Straits Times的Facebook官方账号采用冲突框架后，用户评论所表露的消

极情绪比The New Paper弱很多，并且，前者冲突框架后的评论中，表露出中性情

绪者占到27.3%（见图4（a）），比后者高很多（后者相应中立情绪只占6%）（见

图4（b））。经过对五家媒体Facebook官方账号新闻报道框架的综合，研究者基

本上可以在冲突框架使用上做出较为一致的推论：冲突框架并非以往所认为的那

么客观中立，在诸如记者的新闻干预程度（Bartholomé，Lecheler & De Vreese，

2015）、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分布（Gross & Brewer，2007）和冲突故事本身特点

（Bartholomé， Lecheler & De Vreese，2017）等因素作用下，冲突框架会对接收者

的情绪施加程度不同的影响。

图3：两家媒体Facebook官方账号所使用的新闻框架类型、数量和议题对比情况

新闻学研究



149

国际新闻界  2021.04

 

五、讨论
基于框架效应和媒体驱动因素的文献，本研究提出了在Facebook平台上，与媒

体类型、新闻报道框架、用户评论中所表露情绪相关的四个研究问题。为此，分析

了五家不同类型媒体的Facebook账号在17天时间里，涉及新加坡“第一家族”纠纷

的新闻报道及用户评论。研究得出四点结论：（1）在这次报道中，冲突框架是所

有媒体Facebook官方账号使用最多的框架类型；同时，冲突框架的新闻之下，相应

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消极情绪占多数，但消极情绪的比重随媒体类型不同而有所不

同。（2）除冲突框架外，归属于不同国家的媒体Facebook官方账号在其余框架的

使用上存在差异：新加坡网络新闻平台The Online Citizen的Facebook官方账号主要

采用人类兴趣框架；新加坡境外网络新闻平台Yahoo其Facebook官方账号额外采用

了责任归因框架；同样属于新加坡境外网络新闻平台的The Star Online的Facebook

官方账号则未采用其他框架类型。（3）除冲突框架外，商业化程度不同的媒体的

Facebook官方账号在其余框架的使用上也不相同：The Straits Times作为严肃大报，

其Facebook官方账号主要采用道德框架；作为商业小报的The New Paper其Facebook

官方账号则主要采用人类兴趣框架。（4）The Straits Times采用道德框架、经济后

图4：两家媒体Facebook官方账号所使用的新闻框架与用户评论情绪对比情况

媒体类型、新闻框架与用户在线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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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框架后，Yahoo采用责任归因框架后，相应的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消极情绪占

多数；而The Online Citizen和The New Paper采用了人类兴趣框架后，相应的用户评

论中却出现了主导情绪类型的差异，前者是同情或惋惜情绪占多数，后者是消极情

绪占多数。以下对这四条结论逐一加以阐述：

首先，冲突框架成为所有媒体使用最多的框架类型。以往有关社交媒体编辑行

为的调查显示，当记者决定在Twitter上发布内容链接时，比起冲突框架，他们更愿

意选择人类兴趣框架或其他框架（Wasike，2013）。本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结论，在

此次事件中，五家媒体在Facebook平台上的新闻报道，都以冲突框架为主。首先，

Twitter与Facebook不同的平台特性有可能影响框架选择结果，比如有研究证明，

在Facebook平台上，使用人类兴趣框架的新闻被分享率高出未使用该框架的新闻

33%，而这个结果在Twitter上并不明显（Trilling，Tolochko & Burscher，2017）。

本研究仅对Facebook平台的新闻框架使用差异进行对比。那么为什么不同媒体在

Facebook平台都采用了较为一致的框架类型呢？此处需要结合冲突框架本身与此次

事件的特点来考虑。主要“反映个人、机构和国家之间分歧”的冲突框架，是政治

新闻报道中最常用的框架（Semetko &Valkenburg，2000），它的普遍使用和西方记

者对客观性报道的崇尚有关（Schudson，2001）。因为在政治新闻报道中，为了尽

可能保证对新闻故事进行公正而没有偏见的描述，记者们往往需要呈现竞争双方的

立场与观点来取得报道平衡，这种媒体规范的存在给冲突框架的出现与普及奠定了

基础。在此次新加坡“第一家族”纠纷中，存在着明显的两派对立，在官方尚未公

布调查结果前，媒体不能提前下判断，唯有通过分别引用双方争辩原文的方式来架

构新闻。

此次事件中，针对以冲突框架为主导框架的新闻报道的评论，也无一例外地

呈现出了消极情绪占多数的情况。这一结果印证了以往不少研究结论：Zillmann等

人（2004）认为，冲突故事往往有负面影响，这种类型的信息要比中立或正面的

故事更受社交媒体用户青睐，用户更愿意转发与参与负面新闻；Forgette和Morris

（2006）调查发现，在接触充满冲突的电视报道后，公众对政治人物的支持会减

少；Mutz和Reeves（2005）也提出，冲突框架会削弱公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感。也

就是说，冲突框架本身具有增加事件的感知严重性和新闻价值的倾向（Burscher，

Odijk，Vliegenthart，De Rijke & De Vreese，2014），且容易将两方之间复杂的实

质性辩论简化为单一的冲突。同时，Hibbing和Theissmorse（2002：67）研究发现，

公民在遇到有关政治冲突的新闻时，会感到沮丧，因为这些冲突会阻碍公民所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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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的、甚至是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的出台。因此，冲突框架很容易导致公众焦

虑、恐慌、质疑等消极情绪的累积，成为一种具有很大煽动性的政治动员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使用冲突框架的新闻后的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情绪，以

消极情绪居多，但消极情绪所占比重，却因媒体类型差异有所不同。从冲突框架

的类型差异方面来解释其成因：冲突框架因关注的问题不同，被划分为实质性冲

突（Substantive Conflict）框架和非实质性冲突（Non-substantive Conflict）框架

（Bartholomé，Lecheler & De Vreese，2017）。前者主要关注政治理念、政策问

题、意识形态问题和价值观，后者则主要关注政治过程、政治游戏或人身攻击问

题（Gross & Brewer，2007；Mutz & Reeves，2005）。在此次事件中，Yahoo和The 

Straits Times的Facebook官方账号采用冲突框架呈现的新闻后的用户评论，表露出的

负面情绪相对较低，所表露的中立情绪比重较其他媒体类型也更高，这是由于两家

媒体都将议题围绕在“李显龙是否滥用职权”这样与实质政治问题相关的话题上；

而其他类型媒体，有的讨论“李光耀故居是否拆除”，有的讨论“遗物处置”，都

是与政治人物私人生活相关的话题。也就是说，前两家媒体采用的是实质冲突框

架，而其他三家媒体则采用了非实质冲突框架。政治新闻中冲突框架的差异，会

对公众产生重要影响：接触实质性的问题框架能够缓解选民的政治愤世嫉俗情绪

（Adriaansen，Van Praag & De Vreese，2010）；而与战略、游戏相关的冲突框架有

可能导致政治犬儒主义（Elenbaas & De Vreese， 2008）。因此，实质性冲突框架可

以作为研究冲突框架效果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其次，归属于不同国家的媒体在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上存在一定框架差异：新

加坡媒体The Citizen Online的Facebook账号偏向于人类兴趣框架；新加坡境外媒体

Yahoo其Facebook官方账号侧重责任归因框架，The Star Online的Facebook官方账号

除冲突框架外，未使用过其他框架类型。这是由于新闻传播活动会同时受到整个

传播环境、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影响，因此记者在陈述事实信息的过程中会表

达一定的价值判断，表现出或强或弱的意识形态倾向性（杨保军，2001：142）。

本次研究发现，新加坡境外媒体代表之一的Yahoo其Facebook官方账号在冲突框架

之外，会选择责任归因框架来呈现新闻。这首先是由于，责任归因框架是一种美

国媒体惯用的框架形式（Iyengar，Norpoth & Hahn，2004），它通过将原因或解决

方案的责任归属于政府、个人或团体，来引发公众对谁该负责做出判断（Semetko 

&Valkenburg，2000）。另外，作为一种以挖掘原因为主要目的框架类型，责任归

因框架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多解释性信息，辅助其理解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也体

媒体类型、新闻框架与用户在线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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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种报道方式的转变——由普通事实性报道为主转向以更多观点为导向的报道

（Esser & Umbricht，2014）。因此，借助责任归因框架来报道“李显龙是否滥用职

权”“部长委员会是否越界”等焦点问题，既能为用户提供更多实质性信息，还能

彰显媒体自身客观立场，进而在政治倾向与新闻客观之间实现平衡。相比之下，另

一家新加坡境外媒体代表The Star Online的Facebook官方账号则全部采用冲突框架构

建新闻，且侧重于转述李显扬、李玮玲对李显龙的单方面指责，使报道传达出更强

烈的冲突感。

相对的，作为新加坡媒体代表的The Citizen Online的Facebook账号偏向于使用

人类兴趣框架。研究者推测了两个可能的原因：其一，人类兴趣框架为事件或问题

的呈现提供一个人性化、戏剧化或情感化角度，其目的是为了捕捉与保持受众兴

趣（Semetko & Valkenburg，2000）。在线环境对娱乐性、趣味性新闻故事的欢迎

（Bartholomé，Lecheler & De Vreese，2017），驱使作为网络新闻平台的The Citizen 

Online偏重采用人类兴趣框架。其二，人类兴趣框架对娱乐性情节的关注，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转移用户焦点，降低对事件矛盾冲突的关注，正如以往研究显示，

游戏性内容的接触可能会使网民政治参与程度降低（Bartholomé，Lecheler & De 

Vreese，2017）。

再者，商业化程度不同的媒体在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上也存在框架差异：研究

中作为商业小报The New Paper其Facebook官方账号倾向使用人类兴趣框架，严肃

大报The Straits Times则表现出对道德框架的偏爱。商业小报对人类兴趣框架的侧

重，已经被以往很多研究所证明（Semetko &Valkenburg，2000；Schmuck，Heiss，

Matthes，Engesser & Esser，2017）。本次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这种框架使用倾向

并未因平台转移而发生改变，在Facebook平台，商业小报依然偏重人类兴趣框架。

这其中，新闻规范的稳定性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同一家媒体，无论是在线上还

是线下环境中，其新闻生产的基本原则都是大体相同的，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规范

性（Mitchelstein & Boczkowski，2009）。另一方面，由于社交媒体的阅读环境带来

了浅阅读和匆忙而心不在焉的思考（Schmuck，Heiss，Matthes，Engesser & Esser，

2017），因而很多新闻传播者倾向于为社交媒体用户提供娱乐性与引人注目的政治

新闻故事以吸引注意（Iyengar，Norpoth & Hahn，2004）。人类兴趣框架所具备的

“戏剧性、情绪化”特质，正契合了这样的传播氛围，所以商业小报将自己擅长的

人类兴趣框架放在社交媒体环境下使用，依然可能奏效。

研究中所发现的严肃大报Facebook官方账号对道德框架的使用趋势，与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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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不同。在以往许多结论中，严肃大报尤其重视责任归因框架、冲突框架

的使用（Semetko &Valkenburg，2000），而道德框架却是通用框架中最不常见的

（Burscher，Odijk，Vliegenthart，De Rijke & De Vreese，2014），因为它与新闻记

者所秉持的客观性理念存在冲突，“它倾向于通过采访和选择引用的信息源类型

来显示新闻内容”（Neuman，Just & Crigler，1992：60）。本研究却出现了严肃

大报Facebook官方账号对道德框架的较高使用情况，这可能归结于以下几种原因：

其一，从框架使用的大趋势上讲，“随着所谓‘文化战争’和美国福克斯新闻等

党派新闻媒体的同步兴起，道德框架的使用率正在不断上升”（Sobieraj & Berry，

2011）。其次，就事件本身而言，采用道德框架时，媒体主要关注“李显龙是否滥

用职权”等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在这些报道中采用道德框架，更容易与公众的价

值倾向产生共鸣，符合严肃大报服务公众的报道定位。再次，从平台层面来说，传

统媒体入驻社交平台，必然需要在报道方式与技巧上做调整，以适应用户需求。在

社交媒体上，新闻共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态度，用户更倾向于分享符合自身

观点的内容（Arendt，Steindl & Kümpel，2016），道德框架虽然是新闻报道中不常

出现的框架，却是受众理解新闻时最常采用的（De Vreese，2012）。因此，借助与

用户产生共鸣的道德框架，严肃大报能够提升新闻的共享频率。

最后，研究发现，除人类兴趣框架后的用户主导情绪存在分歧，其他新闻框架

后的用户情绪表露都以消极占到多数。先就社交媒体与用户情绪关系整体而言，一

些研究结果已经证明了社交媒体的使用与用户的消极情绪之间存在影响：根据美国

心理协会的调查，长时间访问社交媒体给用户带来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可能对其身

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APA，2017）；具体到Facebook，持续使用Facebook并不会

如用户自己预测的那样情绪越来越好，相反，在Facebook上花费的时间越多，用户

越可能产生低落情绪（Sagioglou & Greitemeyer，2014）。因此可以说，消极情绪在

社交媒体平台天然就具有易滋生与易扩散特点。

当然，本研究的兴趣在于，讨论新闻框架与Facebook用户评论所表露的消极情

绪的积累是否具有一定关系。由于经济后果框架和责任归因框架的使用次数太少

（仅一次），不能因此说经济后果框架与责任归因框架必然与消极情绪相关，所以

本研究不讨论这两类框架与用户情绪的关系。冲突框架与消极情绪的关系，上文已

有专门论述，此处着重讨论道德框架与人类兴趣框架。就道德框架与消极情绪的关

系而言，既然道德框架是一种社交媒体用户常用的理解新闻的框架（Valenzuela，

Piña & Ramírez，2017），可以猜测，用户常用的解释框架与用户在线表露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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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情绪之间，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作用关系，当然此猜测有待以后的研究证明。另

外，由于道德框架通常是将事件或问题置于价值观、道德处方、规范性信息、宗教

以及文化原则之下（Semetko & Valkenburg，2000），所以它往往包含有对特定政

治人物或社会问题的道德判断。当这种道德判断与用户价值倾向产生共鸣后，会

发挥强大动员力量，“甚至有可能激发用户消极情绪，影响认知过程和选择。”

（Valenzuela，Piña & Ramírez，2017）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人类兴趣框架后的用户评论所表露的情绪出现了

分歧，此处首先讨论接收者先前观点与既有情绪的影响力。公民会通过他们自己

的政治价值观来过滤他们接收到的信息（Gross & Brewer，2007），因此，先前的

观点、信念有可能反过来影响公民对新闻框架的反应（Iyengar，Norpoth & Hahn，

2004）。也就是说，用户自身在构建新闻报道的意义过程中具有自主性，他们先前

的信念可以调节新闻框架对其情绪状态的影响（Gross & Brewer，2007）。人类兴趣

框架后的这种用户在线情绪表达的差异，可能与这种框架对新闻故事的呈现角度有

关。人类兴趣框架主要挖掘新闻中的个性化、情感性内容，即使在对政治新闻的报

道中，也会尽可能选择娱乐性的、软性的内容来吸引用户注意力。既然它能够作为

“强化对新闻中某个主人公的识别，进而增强用户对新闻心理参与”（Valenzuela， 

Piña & Ramírez，2017）的一种手段，那么选择强化主人公的哪一面，进而引导用

户关注焦点的相应转变，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报道者的立场了。所以，人类兴趣

框架有可能能够成为政治新闻报道中，调节与疏导消极情绪的一种框架形式。

此外，从该案例出发，研究者也发现了一点Facebook平台特征在媒体框架过

程中的特殊作用。归结起来：本次事件报道中，样本媒体在Facebook平台的框架选

择以冲突框架为最常用；此外，商业小报和新加坡本国网络新闻平台在Facebook

上偏爱人类兴趣框架；严肃大报则一改以往看重责任归因框架的习惯（Semetko & 

Valkenburg，2000），转而加强了对道德框架的使用。这些，可能透露出一个共同

的信号：在Facebook平台，越是与情感、情绪相关联的框架，越容易受到用户关

注。社交平台作为一个供公众抒发个人意见、释放情绪的主要渠道，常常成为情绪

型舆论大量集中的场域。人类兴趣框架和道德框架本身就被认为是与情绪反应较为

相关的框架（Valenzuela，Piña & Ramírez，2017）；冲突框架也不似以往研究者所

认为的那么客观中立，它主要以转折、策略、挫折、战斗等为关键词，从某种程

度上而言，也是将故事的“戏剧性一面”展现给读者，从而引起相应的情绪反应

（Gross & Brewer，2007）。因此，这三种框架契合了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特

新闻学研究



155

国际新闻界  2021.04

点，也就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生存土壤。然而，正因为这三种框架容易引起相应的情

绪反应，新闻报道者在选择框架时更应当慎重，因为一旦用户的某种情绪被唤起

后，相应的信息关注与决策也会改变（Nabi，2003）。当然，这个推测尚不能推广

到更大范围，研究者只希望能够借此来大致描摹出专业媒体在Facebook平台的新闻

报道框架设置特点，为进一步验证做前期铺垫。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首先，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在于，确定不同类型的媒体在

框架选择上是否存在差异、后续用户评论中所表露的情绪是否相应有所不同，但不

能据此作出“新闻框架影响了用户情绪变化”这样的结论。要回答这个假设，尚需

要研究者在收集更多同类事件报道和评论样本后，进行因果检验及因素分析。

其次，情绪的线上表露并不能等同于情绪本身，用户的在线情绪表达存在偶然

性与随意性。因此，这种截面在线情绪数据的分析只能作为了解公民群体情绪变化

的参考。更进一步的验证，需要研究者定点跟踪或引入Panel data，同时采用深度访

谈方法追问用户对自身态度与行为的解释性回答。

最后，鉴于样本量、平台数量、地域和时间范围都存在局限，本次研究不能得

出具有较强普遍性的结论。未来，需要在更多国家的媒体系统中，更多类型的专业

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做出进一步的验证与扩展，以构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

关专业媒体新闻框架引导用户态度与行为的尽可能完整的研究体系。

（责任编辑：丁洪梅）

注释 [Note]

1． 虽然姜婷婷等在文献中使用的是“情感”一词，但是其对应英文翻译也采用“Emotion”一

词，与本文中的“情绪”一词系出同源，代表相同含义，因此，可作为本文的分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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